
器鋬是指容器腹部一侧半环状突起供单

手握持的部分。 青铜器鋬最早随着二里头文化

青铜容器而出现， 殷墟文化时期直至西周早

期，青铜礼器以酒器居多，爵、斝、角、盉等带有

单鋬的青铜器占有相当的数量。 因此，从二里

头文化到西周早期

[1]

的青铜容器中，带鋬的造

型显得特别而突出。

在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中，外范是器体

赖以成形的核心， 也是器表装饰依赖的载体。

而器鋬、耳等附件由于垂直突起于器壁，需要

在外范之外另设芯、范或采取其他方式如铸接

等加以处理，因此制作鋬、耳等附件均会增加

铸型技术的难度和工序。 二里头文化爵、斝等

带有器鋬，加之这些带鋬的器类几乎都是三足

器，器形复杂，这意味着在青铜容器生产之初，

就面临如何处理复杂范型的技术问题

[2]

。 这一

点与陶器发明时器形简单的情形不同，它缘于

青铜爵、斝作为礼器的性质。

鋬作为单体附件位于器体一侧，其技术处

理方式不同于簋、罍之类的双耳。 即便在带鋬

器类如爵、 斝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中，由

于器形的差别，制鋬的技术也有明显不同。 特

别是在青铜器重视装饰的发展阶段，鋬的结构

更加复杂多样。 这些背景暗示，鋬的铸造工艺

及其发展也应该比较复杂。 因此，通过器鋬的

制作技术，可以考察其与器形、装饰和器体铸

造技术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考察这些要素在青

铜礼器的社会背景下的变化。

一

斝晚出于爵且数量较少，但斝体为规整的圆

形，铸型与鼎等三足圆体的容器有近似的特征

及发展轨迹

[3]

，比如器体的分型面都是由腹及

足纵向设在三足的中央，三个纹饰单元相应位

于三足之间。斝的器鋬铸造痕迹大多较清晰，并

且斝及其鋬的铸型已有学者进行探讨

[4]

，因此

系统梳理斝鋬有较好的客观条件。 同时，先讨

论斝鋬，对爵鋬铸造技术的理解也有所助益。

二里头文化末期才出现少量的斝，其形制

特征与其后二里岗文化早期的弧腹斝类似，且

一般都保留有较多的铸造痕迹。 二里头文化和

二里岗文化早期斝多在三足外或者对应于足

外的腰部纹带处见有范缝，其例见《全集》

1.13

、

15～18

（图一）

[5]

。 据此，此阶段斝的铸型比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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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上海博物馆藏乳丁纹斝（《全集》

1.17

） 图二 上海博物馆藏乳丁纹斝局部（《全集》

1.17

）

图三 盘龙城李家嘴

M2 ∶ 10

斝 图四 盘龙城李家嘴

M2 ∶ 10

斝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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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三块外范以三足中央为分型面，由口部向

下兜底

[6]

。由于斝鋬在位置上对应于一足，故也

处于两块外范的分型面，因此斝的鋬面中央往

往也有一条纵向的范缝。 在鋬对应的腹壁上，

一般都可见两条范缝， 并在鋬上下两端之间

形成长方形区域。斝腹若有纹饰，会在此中断

（图二）。 这些现象说明在斝鋬之下设有独立的

鋬芯———这是浑铸的器鋬及器耳最为常见的

铸型设计，我们暂称之为

A

型鋬。 独立鋬芯的

固定，应该是通过芯两侧与之相邻的两块外范

来完成。 鋬芯在鋬下与鋬同宽，使鋬在芯范的

一侧作凹槽状。 二里头至二里岗文化斝鋬凹槽

两侧常见的突起毛刺，是由鋬芯与其相邻的外

范分型所形成的。 此类型斝鋬的平面形状，也

因为处于两块外范之间而作上下等宽的长条

形，并成为此后多数斝鋬的基本形状。

二里岗文化晚期斝的器形及铸型技术较

此前并无革命性的变化（图三）

[7]

，但此时青铜

器装饰获得很大发展并与鋬的制作产生关联。

这一时期斝最为流行兽面纹，在上腹一周

3

个

纹饰单元中， 鋬侧的两个纹饰单元被鋬芯打

断（图四），这两个单元的长度要略窄于斝正面

的单元。 因此，斝腹正面较长的纹饰单元装饰

一组兽面纹，而在鋬两侧稍窄的单元各装饰一

组长躯的夔纹（图五

∶ 1

）

[8]

，这样的两组夔纹若

以鋬为中心，也可视为由此展开的兽面纹。 这

样的纹饰结构是二里岗文化晚期兽面纹斝最

为常见的选择，在其时的爵上也作相同的布置

（图一七）。 中商文化时期及其后， 斝腹一周纹

带越来越多地装饰三组兽面纹———虽然鋬侧

的两组兽面纹幅面仍然较窄。在此以后，又进一

步在腹部上下两周各安排三组兽面纹， 如郑州

商城

C8 ∶

豫

0895

斝、二里岗商墓

C1M

出土斝

[9]

和盘龙城杨家湾

M11 ∶ 31

斝（图五

∶ 2

、

3

）

[10]

等。

在斝的两周兽面纹装饰中，下腹的兽面纹可能

有阳线或宽带的不同，但上腹的兽面纹则往往

是阳线状。 我们知道，阳线纹饰是在范上直接

制作的，技术难度较低。 斝上腹纹带穿过器鋬

而装饰阳线兽面纹，暗示器鋬的处理可能会局

限纹饰的制作。

中商文化至殷墟文化早期斝在整体上继

承了二里岗文化晚期的形制，但围绕鋬的芯范

处理出现了两种新的方式， 这里暂称

B

、

C

型

鋬。

B

型鋬将鋬芯各一半自带在鋬侧的外范上，

故其分型面设在鋬的中央，这样在鋬处的腹壁

及鋬内外两面都只有一条范缝， 如殷墟小屯

M232 ∶ R2039

斝（《全集》

3.36

）（图六、七）

[11]

。 此

型鋬也有保留此前独立鋬芯的做法，相应地会

在鋬处的腹壁形成三条平行的范缝，如殷墟小

屯

M388 ∶ R2046

斝

[12]

。 李济、万家宝在殷墟

12

件斝中观察到

7

件斝鋬类似

B

型鋬，这足以说

明其流行的程度

[13]

。 虽然小屯

M232 ∶ R2039

斝

鋬处的腹壁留白， 不过

B

型鋬的芯与外范相

连， 腹部的纹饰是可以延续到鋬处腹壁的，例

如小屯

M388

出土兽面纹斝（《全集》

3.37

）。这样

不让纹饰中断的处理方式， 还有类似的

C

型

图五 盘龙城青铜器

纹饰拓片

1.

李家嘴

M2 ∶ 19

兽面纹斝腹部

2.

杨家湾

M11 ∶ 31

兽面纹斝上腹

3.

杨家湾

M11 ∶ 31

兽面纹斝下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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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殷墟小屯

M232 ∶ R2039

斝（《全集》

3.36

） 图七 殷墟小屯

M232 ∶ R2039

斝局部

图八 上海博物馆藏兽面纹斝（《全集》

1.96

） 图九 上海博物馆藏兽面纹斝局部（《全集》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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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殷墟妇好墓

M5 ∶ 860

斝（《全集》

3.40

）

图一一 殷墟妇好墓

M5 ∶ 860

斝局部（《全集》

3.41

）

图一二 殷墟武官北地

M1

出土兽面纹斝（《全集》

3.47

） 图一三 殷墟武官北地

M1

出土兽面纹斝局部（《全集》

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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鋬。

C

型鋬下的腹壁只有一条范缝，但在鋬内面

不见范缝， 其可能的做法是在鋬下设一横截

面为三角形的芯范，例如郑州白家庄斝 （《全

集》

1.95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件兽面纹斝

[14]

（图八、九）。

B

、

C

两型鋬都可将纹饰伸入到鋬下

的腹壁，这样，鋬侧的两个纹带相邻，腹壁不再

留白，斝腹的装饰效果大大加强，斝腹三组兽

面纹的长度和构图也实现等同。

从以妇好墓为标志的殷墟文化晚期开始，

青铜器的装饰性进一步被强调，扉棱及半浮雕

等多层次装饰使青铜器显得华丽而繁缛。 为了

适应青铜器装饰精细而立体的取向，这一时期

的青铜器多使用复杂化的铸型技术

[15]

。 例如，圆

斝一周使用

6

块而不是此前的

3

块外范， 方斝

使用

8

块外范，这可以从圆斝常常在鋬之外有

5

条扉棱、 方斝在鋬之外有

7

条扉棱得到验证

[16]

。

繁缛的装饰需求也在斝鋬上有明确的体现，一

图一四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全集》

1.6

） 图一五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局部

（《全集》

1.6

）

图一六 盘龙城李家嘴

M1 ∶ 16

爵 图一七 盘龙城李家嘴

M1 ∶ 16

爵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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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盘龙城

P ∶ 033

爵 图一九 盘龙城

P ∶ 033

爵局部

图二〇 殷墟孝民屯

M1572

出土铜爵（《全集》

3.14

）

图二一 殷墟孝民屯

M1572

出土铜爵局部（《全集》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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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盘龙城李家嘴

M2 ∶ 20

盉

图二三 盘龙城李家嘴

M2 ∶ 20

盉局部

图二四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盉（《全集》

1.19

） 图二五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盉局部（《全集》

1.19

）

■

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

63



��2016

年·第

9

期

图二六 盘龙城杨家湾

M17

出土铜觚形器 图二七 盘龙城杨家湾

M17

出土铜觚形器局部

图二八 盘龙城杨家湾

M17

出土铜觚形器局部

些等级较高的斝在鋬顶装饰高浮雕的兽首，这

使斝鋬难以与器体浑铸，于是产生了我们称为

D

型的鋬： 一般是先铸器体并在腹部鋬处预留

两个凸榫，再在凸榫处后铸铸接斝鋬。 由于铸

器时没有鋬的羁绊，此型鋬下腹壁的纹饰自然

是连续的。 这类斝往往器形高大，器鋬对应处

的腹壁纹饰不中断，因而与其他位置完全协调

一致。 妇好墓出土的

12

件斝，除了一件盆形斝

之外，其他的束腰深腹圆斝器表都装饰有半

浮雕兽面纹， 斝鋬均采取

D

型方式后铸铸接

（图一

○

、一一）（《全集》

3.40～41

）。 方斝的社会

等级较高，装饰豪华，斝鋬也像豪华型圆斝一

样多为后铸铸接。 此外， 在殷墟文化的周边地

区， 那些复杂造型的斝鋬是透过腹壁以铆接的

方式后铸铸接的，如岐山贺家村

M1

出土鸟柱斝

（《全集》

4.59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鸟柱斝等

[17]

。

铆接后铸的技术较为原始， 盘龙城出土的若干

斝鋬的补铸，就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 有学者认

为，铆接后铸应该是南方青铜器的技术特征

[18]

。

殷墟文化晚期另一个与制鋬相关的因素

是铭文的制作。 这一时期铭文多是徽识类短

铭，一般通过独立的铭文范制作

[19]

。 斝的铭文可

利用鋬下独立的芯范来制作，因此铭文常被安

排在斝鋬处的腹壁。

基于上述装饰和铭文背景，殷墟文化晚期

对斝鋬的技术处理大体有如下三种方式。 一是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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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铸斝鋬，独立设长方形鋬芯。 这是继承了二

里头文化以来

A

型斝鋬的铸型，鋬处的腹壁因

为芯范而留下两条范缝并形成无纹饰的长方

形区域，鋬内侧作中部下凹的槽状，显示其包

夹芯范的状态，如《全集》

3.43

兽面纹斝。如有铭

文，多铸于长方形鋬芯的腹壁处，也有铸于器

腹内壁者。 此类斝往往属于装饰不甚豪华者，

除见于一般的束腰深腹斝之外，分裆鬲形斝也

多采用这种铸型。 后者腹部饰双线人字形纹，

较为清素，鋬均为浑铸，如《全集》

3.52～53

斝。

二是浑铸斝鋬，自带半芯。 这是承袭此前阶段

的

C

型铸型，纹带伸入鋬下腹壁，范缝往往被

遮掩，如《全集》

3.47～49

斝（图一二、一三）。 如

有铭文，多铸于器腹内底。 三是分铸斝鋬，铸型

如前所述。 此类斝如有铭文，均铸于器内壁。

总的看来， 从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晚

期，斝的数量一直少于爵，但斝更多见于较高

等级的青铜器群中， 因此斝的装饰性较爵更

强， 这使得斝鋬的制作技术也较爵更具多样

性。 而在多样的技术选择中，鋬顶有无高浮雕

兽首是是否选择分铸斝鋬技术的关键因素。

二

爵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早出现、数量最多

的青铜容器，也是其后直至西周早期最常见的

带鋬容器。 对爵鋬的处理，体现了早期合范技

术的高度。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目前已发现近

20

件，

复杂的器形一般只在流与尾的两端可见铸造

痕迹，加之爵为扁体的特殊器形，其铸型工艺

在学界有不同的认识。 分歧中的一个焦点，就

涉及鋬的处理方式。 由于爵腹为扁体，合理的

分范方式是顺延流、尾两分外范。 但为了处理

爵鋬，理论上还可能以鋬为中心，再左右分范。

因此就此时期爵腹部而言，可能存在二分外范

和三分外范的不同。 学者们认为，二分外范方

案是外范由口过足，鋬处设芯范，足间设底范；

三分外范方案是外范由口过足，鋬处的两块外

范自带芯范，足间设底范

[20]

。 此外，关于爵的铸

型还有是否水平分范的争议。

对爵鋬的观察并与斝鋬比较，当有助于讨

论上述问题。 二里头文化爵鋬一般有如下可能

与技术相关的器形特征：鋬正视作亚腰形，不

同于斝鋬的长条形； 鋬的上下两端一般各有

三角形或长条形镂孔，为斝鋬所无（图一四 、

一五）（《全集》

1.6

）。 这些镂孔一般内侧稍大，可

知其在内侧设泥芯撑与外范间隔；在与鋬对应

的腹壁，往往光素无痕，不见斝鋬那样的长条

形芯范痕迹；爵鋬的表面，也一概没有斝鋬中

央那样的一条合范范缝。 上述现象说明，二里

头文化时期爵鋬的铸型与斝不同。 鋬外中央无

范缝， 说明爵鋬处未曾像斝鋬那样是合范所

在，爵腹在鋬的一侧应该只有一块外范。 爵鋬

的亚腰形是在鋬越突起的位置越窄，考虑到爵

无独立芯范的情况，推测爵鋬是以鋬芯为复合

范

[21]

嵌入带芯盒的外范，该芯盒的底部渐窄，合

乎鋬的亚腰形。 鋬芯的定位，则是在其上下两

端设三角形泥芯撑间隔外范。 上海博物馆收藏

的乳丁纹管流爵

[22]

，乳丁纹在鋬处的腹壁连续

而不中断， 说明鋬处既未分外范也不设芯范。

此外， 由于大多数爵由腹至足的过渡光滑自

然，说明腹与足之间一般不曾水平分范

[23]

。

进入二里岗文化晚期，爵的形制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比如器身较为矮粗，流与尾变短。 器

形的这些变化更加适合制范等工序，同时也会

导致铸型的一些发展。 此时期爵的一些铸造痕

迹明显，如流、尾对应的腹壁范缝明确，说明腹

部二分外范的做法得以延续。 足外中央范缝和

器底的

Y

形范缝俱见，可知底范有三块并且是

由底部伸出外包三足，因此两块腹范与三块底

范之间必须有水平分范来过渡。 涉及爵鋬的制

作上，鋬还是作传统的亚腰形，大部分爵鋬的

外侧中央仍然没有像斝那样的纵向范缝 ，如

《全集》

1.61～74

爵均是如此， 说明爵鋬处依然

没有对开的外范。 不过，此时的爵在与鋬对应

的腹壁，或可见长方形的鋬芯痕迹，如《全集》

1.73～75

爵， 或为类似的情形在两个夔纹之间

的留白，如《全集》

1.64～65

爵及盘龙城李家嘴

M1 ∶ 16

爵（图一六、一七），这说明爵已普遍采

取了像斝那样独立鋬芯的设计。 同时，像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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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文化爵那样采取芯盒制鋬的方式仍有保留，

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兽面纹爵（《全集》

1.78

）

[24]

、

盘龙城采集的

P ∶ 033

爵（图一八、一九）。 这种

爵鋬处的腹壁所装饰的纹饰整体性强，不会是

分范或芯范所在。

二里岗文化晚期的爵，横截面愈来愈向接

近圆形发展，这一方面说明受到了以圆体为主

流的其他礼器的影响，同时也暗示爵鋬处有了

像斝那样对开的外范。 这样明确的例子，是上

海博物馆收藏的兽面纹爵，其鋬外侧中央明显

可见一条范缝（《全集》

1.77

）。 至迟在殷墟文化

晚期，在爵鋬处分范已经像斝一样通行。 由于

殷墟孝民屯遗址陶范的大量出土，过去许多在

青铜器上难以观察到的合范情况得以揭示。 根

据学者对爵范的观察，爵“上段垂直分为

4

扇”

范，“鋬范是和腹部范制作在一起的，由自带泥

芯形成鋬部空腔”

[25]

。 爵腹四块外范，是如前所

述像斝一样复杂化范型的运用， 即在原来的流

与尾处二分外范之外，在流与尾之间也有分范。

这是爵的铸型在二里岗文化晚期后的一个明确

的变化， 在这种铸型之下爵的横截面最终稳定

为圆形。此时爵的四分外范位置之一是在爵鋬

的中央，因此殷墟文化晚期的爵鋬已经普遍变

为长条形（图二

○

、二一）（《全集》

3.14

）。 但在爵

的实物中， 鋬中央并未见合范形成的范缝，卡

尔贝克（

Karlbeck

）推测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

合范过程中对这些位置的分范范线进行过遮掩

处理

[26]

。

殷墟文化晚期爵的器形少有变化，铸型相

当稳定，爵鋬的制作也近乎程式化。 侧视为半

环形的爵鋬设在长卵形腹的一侧， 一般为浑

铸。 鋬顶常设半浮雕兽首，但往往不如斝鋬那

样夸张，鋬顶兽首一般不像斝那样采用全雕式

的复杂设计，因此爵鋬往往无须分铸

[27]

。鋬内侧

的芯范在腹壁形成长方形区域， 如有铭文，则

设置在此区域，其道理与斝相同。

爵流、尾相对的器形使其具有双耳簋那样

的特质：外范数为偶数，与之相对应，爵的一周

纹饰只有两组

[28]

。二里岗文化时期，爵鋬一侧展

开为两个夔纹（图一七）；殷墟文化时期一般都

饰两组兽面纹，在鋬的一侧，兽面纹的中轴正

在器鋬处。 纹饰的这种演变说明，展开的两个

夔纹就应该是表达一组兽面纹。

爵的器形没有斝那么规整，但其铸型特别

是鋬的制作方式却不及斝那么多变，这缘于爵

的器形变化较小，装饰性也不及斝。 在器鋬方

面，爵鋬形体较小，鋬顶兽首简素，技术处理方

式相应较为单一。

三

爵鋬与斝鋬铸型技术形态表明，由于在器

形上的差异，两类器物在处理器鋬时的技术线

路基本不同，而技术上的区别又进一步导致各

自铭文、装饰的处理方式有异。 可见，器形对范

型技术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

爵鋬与斝鋬的不同，大体上代表了一般器

鋬的两个不同系统。 角、盉、罍等器，鋬的制作

技术基本上分别接近于爵鋬或斝鋬。 例如角除

口部之外在形制上与爵基本相同， 角鋬的形

制、技术处理方式，也都像爵一样。 二里头文化

时期的角形器 （《全集》

1.11～12

）， 鋬也作亚腰

形，鋬对应的腹壁都没有斝那样的长条形芯范

痕迹，可见角鋬也像爵一样在鋬侧的外范中以

芯盒方式处理。 角采用爵的技术方式一直延续

到殷墟文化晚期，其时角较为多见，角鋬形制

与爵相同，鋬处的腹壁也常常有长条形芯范痕

迹，其内一般铸有短铭。 而盉则因为体形像斝

一样较高，盉鋬及其铸造工艺也类似于斝。 二

里岗文化时期的盉鋬为长条形，中央有一条纵

向的范缝，鋬对应的腹壁有长方形芯范痕迹，技

术特征与斝鋬相同。 不过此时期的盘龙城李家

嘴

M2 ∶20

盉在顶部封口处设有水平分范，平直

的鋬顶正位于顶范的分型面（图二二、二三）。 可

见，其时盉鋬的范型包括两块外范、一块顶范

和一块鋬芯范，结构颇为复杂。 殷墟文化晚期

的盉也与同时期的斝一样使用相同的方式处

理鋬，例如，类似分裆鬲形斝的妇好盉也是浑

铸器鋬（《全集》

3.139

），铭文设在鋬处的腹壁。

除了爵之外，这是妇好墓中不多见的浑铸器鋬

的情况。 装饰豪华的盉如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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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件方盉（《全集》

3.141～143

），鋬均为分铸，

其铭文安置在不间断的纹饰区， 情形较为特

殊。 总体而言，殷墟文化晚期器鋬的技术处理

方式，应该是优先选择浑铸，只有在鋬首装饰

复杂难以浑铸时，才作分铸处理。 例如觥、罍均

为高等级器类， 器鋬多装饰有高浮雕兽首，因

此分铸的情况较多。 妇好墓出土三对觥 （《全

集》

3.149～153

），鋬均为后铸铸接。 皿方罍的鋬

除了饰有高浮雕兽首之外

[29]

，鋬体横截面近方

形，三面饰勾云纹，鋬系先铸，似乎具有南方青

铜器的技术特征

[30]

。

在爵鋬与斝鋬的不同技术系统中， 当然

也会发生相互交错的技术选择。 斝类器比较多

见来自爵的铸型的影响， 二里头遗址

84YLⅥ

M9 ∶ 1

斝（《全集》

1.14

），在与鋬垂直的腹部两

侧可见两条范缝， 此斝的范型为两块外范，并

延伸至足底，腹下与三足之间设一底范。 此斝

鋬为亚腰形，其上无对开范缝，与鋬对应的腹

壁也无芯范痕迹，可知鋬的范型也与爵一致。

类似斝借用爵的铸型技术还见于盘龙城王家

嘴

H7 ∶ 1

斝

[31]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铜

盉（图二四、二五）（《全集》

1.19

），其鋬也未遵

循斝鋬的铸型， 而是像爵鋬一样作亚腰形，设

三角形镂孔，腹壁不见鋬芯痕迹。 该盉鋬两侧

的腹与足可见范缝，可知一块外范覆盖包括鋬

的器腹。 前述盉鋬一般采用斝鋬的铸型，但此

处的处理显然与爵鋬相同。 二里头文化时期，

爵为青铜礼器的主要类别，斝类器的铸型受其

影响。 但爵的形制特殊，其器体与鋬的铸型也

较为特殊，从二里岗文化时期开始越来越多地

向着斝的技术方向也就是一般的圆体器的技

术方向发展。 例如爵鋬芯的设置、鋬顶兽首的

设置以及鋬处成为外范分型面所在等，都是趋

向于斝鋬的技术方式。 这些交互现象说明，早

期铸型技术并不十分稳定， 而技术方式在运用

时又具有多样的选择性。

在鋬的技术方式中，鋬顶的兽首是影响殷

墟文化时期器鋬特别是斝鋬的重要因素。 盘龙

城杨家湾

M17

是盘龙城遗址最晚阶段的墓葬，

该墓出土的一件带鋬觚形器

[32]

，鋬顶设置兽首

（图二六），这是迄今年代明确的最早的鋬顶兽

首。 此觚形器鋬内、外两侧的中央以及鋬所对

应的腹壁，都只有一条范缝（图二七），属于前

述斝的

B

型鋬铸型。 值得注意的是，鋬顶兽首

与鋬的扁平程度一致，鋬内面的范缝由鋬延续

至兽首，说明兽首与鋬体浑铸。 但鋬外面中央

的范缝并未向上延续至兽首处（图二八），又暗

示兽首是独立制范的， 应该是采取复合范技

术， 即在兽首处单独嵌入一块活块范制作的。

看来，兽首设置之初，就是以难度更高、更为复

杂的技术方式来获取装饰效果。 这也是青铜时

代早期的一个技术倾向，体现了礼器在社会生

产中的重要地位。

四

综前，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

鋬的铸造技术，体现了块范法铸造工艺适合处

理复杂的几何体器形、 便于装饰发展的特点。

在技术的实际运用中，器形是决定技术选择的

首要因素， 但同时技术也会适从于装饰的需

求，甚至从二里岗文化时期开始，装饰成为影

响器鋬铸造技术发展更为主要的因素。 器形、

装饰以及对于青铜礼器的社会需求，推动着技

术的发展，并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发

展的原动力。

西周时期，爵、斝等酒器的数量大幅下降，

带鋬器的数量大减，器鋬的工艺技术则基本稳

定不变。 西周晚期及其后，青铜礼器从形制到

技术都开始走向简化。 这一时期较为多见的

匜、盉之鋬，开始采取分铸技术，自此，分铸、焊

接成为青铜时代晚期包括器鋬在内的附件制

作技术的主流，并在春秋中期之后成为绝对主

导性的技术潮流。 晚期青铜器制作工序增多、

技术趋简，与夏商时期器鋬等附件以浑铸为主

的选择完全不同。 这种不同，又是青铜礼器不

为社会所重的直接反映。

附记：周亚为笔者观摩上海博物馆藏青铜

器提供了帮助，文中盘龙城青铜器均为郝勤建

拍摄，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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